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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间窗口，提升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至关重要。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 2003—2019 年中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
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表明，
高铁开通主要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两个方面影响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实证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
进一步地，高铁开通带来的持续性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扩大的正向影响，

但对东部地区城市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特征来看，高铁开通对中小规模城市、非城市群城市经
济增长质量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证明，高铁开通主要通过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产生积极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带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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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和文献回顾
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实现了四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城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自 2004 年中国政府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来，子弹头列车开始连接全国主
要城市，世界上最大的高铁运营网络( HSＲON) 逐步建成。高铁网络建设对中国城市经济的持续稳
定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截至 2019 年，中国“四纵四横”等客运专线、经济发达区和人口密集区的城
际客运网络已基本建成，194 个地级市被纳入高铁网络。高速铁路的大规模投资、建设和运营，改变
了中国的客运体系和人们的出行方式，也在极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的空间经济格局［1 2］。可以说，公
路和铁路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引擎”［3］。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可以减少出
行时间，而且能够吸引投资，促进要素流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4 5］。因此，为更好地
服务和支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将投入巨资建设高速铁路，通过压缩
要素流动的时空距离，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强化经济集聚效应。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之一。研究表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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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欧发达国家等的经济快速增长期与历史上其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期重合［6］。在中国，高
铁作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其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区域之间的快速交通走廊，串联全国核

心城市( 主要包括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和独立的直辖市) ，增强地区经济联系。政策制定者们认为，
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例如“八横八纵”高铁网络) 有助于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从中心城
市向边缘城市扩散，带动高铁沿线城市和边缘城市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平衡区域发展［5，7］。具体来
说，高铁通过作用于交通网络、劳动力市场、产业集聚、引领新消费、创造新就业等方面间接促进经济
增长［8 9］。同时，高铁开通还能对非高铁城市产生更广泛的空间和经济影响［1，7，10］。总而言之，高铁
开通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然而，现有研究表明，高铁建设也可能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最明显的一种表现是高

铁开通产生了“大都市效应”①。一方面，由于高铁连接的只是主要城市，而不是城市间的区域，因此
它会促进核心区企业的扩张，产生两极分化效应，降低外围区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高铁开通虽
然提高了连接城市的可达性，但也使得城市之间的区域分离，进而产生了“隧道效应”②。从现实经
济来看，高铁首先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投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GDP 提升。更重要的是，地方
政府希望高铁能进一步带来投资机会以及更多的就业机会。但从引入高铁的实际结果看，小城市或
边缘城市的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被更多地吸引到了大城市③，特别是当某个地区没有被纳入城

市的高速铁路网络时。学者们也尝试对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经济集聚性是导致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高铁提高了大城市之间的可达性水平，因而小城市的资本和劳动力
更为直接便捷地流向大城市，小城市资源被逐步“吸干”［13］。此外，还有学者指出，高铁建设所带来
的经济性“收益”似乎是通过高额的债务成本来实现的［14］。2018 年，原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务总额
已达 5 万亿元，其中 80%与高铁建设有关。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产生的疑问是，高铁开通是否真的提
高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绩效，促进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增长?

学术界关于高铁建设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关于高铁建设如何影响中国的城市

经济增长质量缺乏深入研究，这可能会影响到对城市发展规划的理解以及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

制定。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增长结构和
经济增长绩效等三个维度构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标，以期从“质”的层面更准确地衡量城市经
济增长质量。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使用 DEA-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TFP) ，
以其作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指标。第二，本文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双
重差分法( DID) 研究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按城市规模、城市区域以及是否
属于城市群划分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以期得到更具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第三，高铁开通提高了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而劳动力要素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投入要素之一。本文以劳动力要素
为切入点，尝试从劳动力流动视角考察高铁建设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城市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出更具有实践性的政策建议。
本文剩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节从劳动力流动角度阐述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

制;第三节详细介绍本文的识别策略、样本数据和关键变量测算;第四节实证分析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
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第五节从劳动力流动角度进行机制检验;第六节给出本文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理论分析
关于高铁建设与经济增长，目前大部分学者认同高铁开通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这一观点。

Kim［15］以日本和欧洲的高铁数据为研究样本，指出高铁可以通过提高区域交通便利性，逐步改变居
民的居住位置和工作方式，进而刺激区域经济增长［13，16］。高铁开通的初期对大城市产生回波效应，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的深入，大城市将对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产生扩散效应，促进中小城市的经

济发展。由于大都市一体化和城市间辐射关系的影响，高铁开通会对小城市的房屋价格、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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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品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15 16］。所以说，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可能与生产要素跨城市流动有很大
的关系，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来量化这种影响。
关于高铁建设与劳动力流动，高铁开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由向心力和离心力两大力量推

动。首先，高铁的运营可能会刺激新企业的形成，从而促进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相反，运输成本的降
低可能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的劳动力迁移，也可以刺激劳动力的供给。如果某个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大
于供给，那么由于工资的提高，很可能出现劳动力的流入。这就会导致产业多元化和劳动力集聚。
但是，由于交通便利性的各种变化，高铁服务可能会导致中小城市的人口外流，从而使弱势城市的处

境相对更差［19 20］。其次，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知识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高铁所产生的产业集聚
效应使企业之间有更多的互动，从而产生知识溢出，实现规模经济性［21 22］。知识溢出效应主要来自
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流动，重点强调的是一个地区的企业和劳动力可以不断开发新的生产技能。
事实上，高铁建设、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复杂的累积因果过程。高铁网络的

建设与完善决定了区域之间的出行时间和通勤成本，形成了对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限制。高铁开
通往往会减少出行时间，降低通勤成本。随着出行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空间限制
也会改变。这意味着形成了一个更加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因为高铁开通能够将以前相对分割的市场
整合起来，从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分散程度。结合相关研究，本文认为劳动力流动对高铁开通
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高铁开通带来的交通便利化通过改善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有效提高了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高铁开通提高了城市之间的通勤效率和可达性水平，将一般均衡的范围从城市内扩大到了城
市间。高铁网络的形成加速了劳动力、知识资本和信息资源在城市间的流动，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
在空间上的整合与重组，尤其是高铁开通带来的市场整合效应有利于产生更大的本地劳动力市场。
当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时，高铁开通促使劳动力在区际流动。正是劳动力在区域
间自由流动，有效改善了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导致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进一步实现

了高质量增长。因此，高铁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促进生产要素跨城市的获取，
从而有效提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然而，Granato et al．［23］指出，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可能会加剧区
域发展差距。虽然低、中技术劳动力流动有助于减少地区差异，但高技术劳动力的影响却恰恰相反。
高技术劳动力往往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福利好的大城市。对劳动力流入城市来说，高技能
工人的流入能产生更高的生产力和工资，而劳动力流出城市则失去它们的高技能工人。在这种情况
下，劳动力流动就加剧了地区间劳动禀赋和区域经济的差异。
第二，高铁开通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能部分抵消市场摩擦造成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这促使劳动

力为了更高的边际报酬而流入经济效益更好的城市中，有助于提高该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具体而
言，高铁开通诱发的集聚经济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储备和知识溢出上。一方面，
高铁网络使城市的本地市场获得了更大规模和多样化的劳动力资源，直接提高了大规模城市的劳动

力供给弹性。正如 Michaels［24］所言，高效的交通网络可以提高技能密集型市场对熟练制造业工人的
需求，并促使劳动力跨城市流动。另一方面，高铁开通带来了要素流动速度的提高，增强了面对面交
流的频率和深度，促进了城市间的知识溢出和新思想的形成。这就能为中小规模城市创造更多的知
识溢出，并使其享受人才流动的好处。高铁开通可以通过提高所有城市的科技水平，促进生产力差
距的缩小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研究对高铁开通的经济效应存在不同看法，但有两个基本共识:一是高铁开

通的经济效应与城市可达性密切相关，高铁通过降低运输成本来影响站点城市的可达性，从而改善

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二是高铁开通的集聚经济效应与高铁线路分布、城市规模等因
素密切相关，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市场摩擦造成的劳动力流动成本，提高要素流动速度，提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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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增长质量。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 这种
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特征? 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力空间配置效率提升如何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实证检验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三、研究设计
( 一) 识别策略

为了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 ( DID) 进行实证分
析。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EGQit = α0 + α1 HSＲi × POSTit + α2 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1)
其中，EGQit是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表示 i城市 t年份的城市经济增长质量。HSＲi 表示是否开通高

铁的关键解释变量，若 i城市 t年开通高铁，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POSTit代表高铁开通的时间变量，若是

高铁建成年份之后，那么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HSＲi 和 POSTit的交互项系数 α1 是此模型的重点关注系

数，捕捉了高铁开通这一举措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CONTＲOLSit代表所有控制变量的集合，主

要包括外资依存度( FDI)、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ＲOAD)、城市行政级别( AEG)、政府财政支持( GOV)、城市人
口规模( POE)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PGDP)。ui 为城市固定效应，捕捉了其他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

λt 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的是随时间变化但无法观察到的因素; εit为随机干扰项。
表 1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

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代理指标( 单位)

增长动力 人力资本 高等教育人口比重( % )
教育支出 /财政支出( % )

科技水平 研发支出占 GDP比重( % )
每万人口专利拥有量( 件)

增长结构 产业结构 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结构偏离的泰尔指数

消费结构 消费率( % )
资本结构 固定投资 /GDP( % )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 /GDP( % )
经济增长质量 进出口结构 出口总额 /GDP( % )

进口总额 /GDP( % )
增长绩效 增长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 )

劳动生产率( % )
资源消耗 单位 GDP能耗( 千瓦时 /万元 GDP)
环境质量 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 吨 /万元)

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 吨 /万元)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 吨 /万元)

成果分享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件)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注:作者整理。

(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 EGQ) 是本研究的主要被解释变
量。对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本文参
考曾艺等［25］的做法，通过经济增长动

力、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绩效三
个方面来进行衡量，并使用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测度。具体而言，经济增长
动力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和科技水平;

经济增长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消费结
构、资本结构和进出口结构; 经济增长
绩效包括增长效率、资源消耗、环境质
量和成果分享。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指
标体系的构建具体见表 1。考虑到实
证结果的有效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

文使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TFP) 作为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代理变量，重新

考察了高铁开通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间的关系。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将运用 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测度。
2． 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研究，本文选取了 6 个控制变量，分别是外资依存度( FDI) 、城市基础设
施水平( ＲOAD) 、城市行政级别( AEG) 、政府财政支持( GOV) 、城市人口规模( POE) 及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 PGDP) 。其中，外资依存度( FDI) 用三资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该地区高技术产业总收入比
重表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ＲOAD) 使用人均道路面积作为代理变量。城市行政级别( AEG) 是一个
虚拟变量，如果该城市为省会城市，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政府财政支持( GOV) 利用政府财政支
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城市人口规模( POE) 使用城市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 PGDP) 使用城市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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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数据样本

2003 年，秦沈客运专线的开通使中国铁路开始步入高速化的时代。本文以 2003 年作为研究起
点，考察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由于样本考察期间国务院对个别地级市的设立
进行了调整，为了统一口径，本文在筛选样本时剔除了三沙、海东和巢湖等城市。最终，本文选取
2003—2019年中国 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共获取 4 862个城市 －年度观察值。其中，城
市开通高铁的信息主要来自《中国铁道年鉴》、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网站、国家铁路局等的文本
信息资料。GDP、人口、产业、政府支出等地级市层面的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针对部分城市缺失数据的情况，本文采取均值法与平滑法进行补充。

表 2 主要变量释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释义
描述性统计

Mean Sd min max
EGQ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0． 682 9 0． 158 8 － 0． 022 1 1． 914 4
POST 高铁开通当年及之后取 1，反之为 0 0． 558 4 0． 496 7 0． 000 0 1． 000 0
HSＲ 是否开通高铁的城市，若是则为 1，反之为 0 0． 391 3 0． 488 1 0． 000 0 1． 000 0
FDI 外资依存度 －1． 133 2 0． 659 7 －13．244 5 2． 542 9
ＲOAD 基础设施水平 6． 159 9 1． 442 9 0． 607 6 9． 893 2
AEG 是否为省会城市，若是则为 1，反之为 0 0． 145 0 0． 352 1 0． 000 0 1． 000 0
GOV 政府财政支持 －1． 370 5 0． 705 2 － 2． 197 1 0． 969 5
POE 人口规模 5． 848 5 0． 750 2 － 3． 218 9 9． 314 6
PGDP 人均实际 GDP增长率 4． 716 1 0． 160 1 0． 090 4 5． 001 3

注:作者整理。

表 2 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
统计结果。表 2 的后四列报告
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且所有变量均做对数化处

理。由结果可知，经济增长质量
的均值为 0． 682 9。39． 13% 的
样本为开通高铁的城市，说明高

铁开通的城市不到全样本的一

半。在控制变量方面，外资依存
度的均值为 － 1． 133 2，基础设施
水平的均值为 6． 159 9，省会城
市样本占 14． 50%，政府财政支持的均值为 － 1． 370 5，人口规模均值为 5． 848 5，人均实际 GDP增长
率均值为 4． 716 1。
四、高铁开通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检验结果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1． 倾向得分匹配
由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城市特征和样本选择性问题上存在差异，为排除样本选择偏差和避免内

生性问题，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这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借鉴刘晔
等［26］的做法，采用逐年匹配的方法，将总样本分成处理组和对照组，以受高铁开通影响的城市为处

理组，以未受高铁开通影响的城市为对照组，分别对处理组和对照组数据进行了匹配。限于篇幅，这
里仅展示 2004 年和 2017 年的匹配结果。匹配结果如图 1 至图 4 所示。
图 1 和图 2 分别是 2004 年和 2017 年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根据受高铁开通影响的城市和未受

高铁开通影响的城市的个体特征，本文选取外资依存度( FDI)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ＲOAD) 、城市行
政级别( AEG) 、政府财政支持( GOV) 、城市人口规模( POE) 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PGDP) 等个体特征
作为匹配变量，并选取 2004 年和 2017 年的城市变量平均值，采用 1∶ 3近邻匹配。可以看到，匹配后
各变量的差异都在 0 左右，表明图 1 和图 2 的匹配效果均良好。
图 3 是 2004 年的匹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观察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的核密度分布

发现，核密度图的趋势基本符合正态分布，且核密度分布以及曲线的平滑度基本相似。图 4 是 2017
年的匹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可以看到匹配后的结果与图 3 类似。由此可知，基于匹配后样本的准
自然实验存在极小的样本选择偏差，或者说样本偏差对结果的影响微乎其微。以上结论表明，采用
PSM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回归后，排除了样本选择偏差，能够保证结论的稳健性，解决可能存在的诸如
遗漏变量等所导致的偏误问题，为下文实证提供较为良好的样本数据。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下文所
有的回归均使用基于 PSM优化后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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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4 年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图 2 2017 年各变量的标准化偏差

图 3 2004 年匹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 图 4 2017 年匹配后倾向得分核密度

表 3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双重差分检验

变量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EGQ)

( 1) ( 2) ( 3) ( 4) ( 5) ( 6)
HSＲ × BEFOＲE1 － 0． 005 0 － 0． 000 8

( －0． 90) ( －0． 92)
HSＲ × BEFOＲE2 － 0． 004 0 － 0． 003 7

( －0． 73) ( －0． 68)
HSＲ × POST 0． 010 0 0． 017 1＊＊

( 1． 18) ( 2． 31)
HSＲ × POST1 0． 016 0＊＊ 0． 012 5＊＊＊

( 2． 01) ( 4． 93)
HSＲ × POST2 0． 021 8＊＊＊ 0． 008 8＊＊＊

( 2． 62) ( 3． 30)
HSＲ × POST3 0． 029 4＊＊＊ 0． 067 1＊＊＊

( 3． 48) ( 4． 66)
CONTＲOLS No Yes No Yes No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adj_Ｒ2 0． 680 0． 681 0． 303 0． 429 0． 032 0． 428

注: ( ) 中为 t 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
水平，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 包括 FDI、ＲOAD、AEG、GOV、
POE、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2． 双重差分法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高铁开通对城市

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基准回归结

果。实证结果分为 6 列，采用双重
差分法 ( DID ) 进行回归。从表 3
可以看出，第 ( 1 ) 列和第 ( 2 ) 列是
高铁开通前两年的回归结果，第

( 3) 列和第( 4 ) 列是高铁开通当年
的回归结果，第 ( 5 ) 列和第 ( 6 ) 列
是高铁开通后一至三年的回归结

果。在第( 1 ) 列和第 ( 2 ) 列中，交
互项 HSＲ × BEFOＲE1 和 HSＲ ×
BEFOＲE2 的系数估计值为负但不
显著，说明 DID法符合平衡趋势假
说。在第( 3 ) 列中，交互项 HSＲ ×
POST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
第( 4) 列在第( 3 ) 列的基础上加入

控制变量，交互项 HSＲ × POST的估计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结果证明在高铁开通当
年，城市经济增长的质量可以得到提高。在第( 5 ) 列中，交互项 HSＲ × POST1、HSＲ × POST2、HSＲ ×
POST3 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第( 6) 列在第( 5) 列的基础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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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控制变量，交互项 HSＲ × POST1、HSＲ × POST2、HSＲ × POST3 的系数估计值均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些结果证明，高铁的开通有助于提高未来三年城市经济增长的质量。总体而言，上述结
果表明高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可持

续性。
( 二)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及样本区间
考虑到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的差异性，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 TFP) 作为衡量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

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为了剔除外生事件的影响，此处对样本区间进行重新划分，共
划分为 2012—2013 年、2014—2015 年、2016—2017 年和 2018—2019 年这四个区间，然后重新对模型
( 1) 回归，以判断基准结果是否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可以看出，不管是更换经济增长
质量的测度指标，还是更换模型回归的样本区间，表 4 所得到的估计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似，回
归系数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也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我们的基准回归结果没有受到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测度和其他偶然因素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指标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TFP)

更换样本区间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EGQ)

2012—2013 年 2014—2015 年 2016—2017 年 2018—2019 年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HSＲ × POST 0． 804 3＊＊＊ 0． 212 2＊＊＊ 0． 026 5* 0． 020 4＊＊＊ 0． 005 1＊＊＊ 0． 025 8＊＊＊
( 8． 83) ( 5． 30) ( 1． 83) ( 4． 10) ( 5． 45) ( 3． 77)

HSＲ × POST1 0． 273 4＊＊＊ 0． 057 8＊＊

( 6． 37) ( 1． 97)
HSＲ × POST2 0． 301 8＊＊＊ 0． 061 0＊＊

( 6． 73) ( 2． 20)
HSＲ × POST3 0． 298 4＊＊＊ 0． 083 0＊＊＊

( 6． 21) ( 3． 02)
CONTＲOLS No Yes No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918 918 918 918
adj_Ｒ2 0． 374 0． 779 0． 303 0． 774 0． 495 0． 899 0． 442 0． 505

注: ( )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包括
FDI、ＲOAD、AEG、GOV、POE、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5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两阶段回归 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

( 1) ( 2) ( 3) ( 4)
HSＲ × POST 0． 046 5＊＊＊ 0． 052 4＊＊＊

( 10． 40) ( 3． 25)
IV( 最小生成树) 0． 010 6＊＊＊ 0． 030 5＊＊＊

( 13． 79) ( 3． 41)
Kleibergen － Paap rk LM 18． 231＊＊＊ 11． 682＊＊＊

( 0． 000) ( 0． 000)
Kleibergen － Paap rk Wald F 19． 145＊＊＊ 11． 654＊＊＊

( 0． 000) ( 0． 000)
CONTＲOLS No Yes No Yes
样本量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adj_Ｒ2 0． 410 7 0． 423 9 0． 195 3 0． 354 6

注: LM统计量与 F统计量( ) 中的值为 p 值，其余( ) 内均为 t 值，
*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2．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计量误差或遗漏变量可

能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为保证本文

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性，本节借用

Ｒedding and Turner［27］的方法，采用
工具变量法来控制本文关键解释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在工具变量的选
取上，将“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构建，以应对内生性问题，确

定高铁开通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

因果关系。按照 Faber［28］的方法，采
用 2SLS 对原模型进行估计。表 5
中第( 1) 列和第( 2) 列为两阶段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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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结果，第( 3) 列和第( 4) 列为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的估计结果。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对于感兴
趣的工具变量，第一阶段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值大于一阶段经验值 10，从而拒绝了弱工具变量
的假设，说明本文设定的工具变量是可以识别的。从回归结果来看，本文关注的关键解释变量
HSＲ × PO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铁的开通有助于提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这一结果足以证
明上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在统计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表 6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组回归结果(一)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 1) ( 2) ( 3) ( 4) ( 5) ( 6)
HSＲ × POST 0． 043 7＊＊＊ 0． 172 2＊＊＊ 0． 124 8

( 5． 82) ( 2． 79) ( 1． 42)
HSＲ × POST1 0． 009 5＊＊＊ 0． 034 3＊＊＊ 0． 063 7

( 4． 21) ( 3． 99) ( 0． 93)
HSＲ × POST2 0． 027 4＊＊＊ 0． 063 8* 0． 073 1

( 3． 74) ( 1． 73) ( 1． 09)
HSＲ × POST3 0． 011 8＊＊＊ 0． 076 5＊＊ 0． 057 3

( 3． 32) ( 2． 23) ( 0． 74)
CONTＲ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 653 1 653 1 399 1 399 623 623
adj_Ｒ2 0． 819 0． 819 0． 796 0． 792 0． 716 0． 715

注: ( )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 包括 FDI、ＲOAD、AEG、GOV、POE、
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 三) 异质性分析

表 6 报告了按城市区域对
样本重新分组后，高铁开通影

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异质性

回归结果。关于东中西部地区
城市的划分，本文按照国家统

计局 2003 年发布的划分标准
进行区域划分。表 6 第 ( 1 ) 列
至第( 4) 列中，解释变量 HSＲ ×
POST、HSＲ × POST1、HSＲ ×
POST2 和 HSＲ × POST3 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高铁开

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的经

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且这种正向影响在未来 1 ～
3 年内仍然显著。第 ( 5 ) 列和第 ( 6 ) 列中，解释变量 HSＲ × POST、HSＲ × POST1、HSＲ × POST2 和
HSＲ × POST3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明显。从
经济性角度看，高铁开通当年促使东部和中部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分别提高 0． 044 和 0． 172 个单
位。高铁开通第一年促使东部和中部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分别提高 0． 010 和 0． 034 个单位;开通第
二年使得东部和中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分别提高 0． 027 和 0． 064 个单位;开通第三年则分别使东部
和中部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了 0． 012 和 0． 077 个单位。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中部地区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性影响是不断扩大的，但对东部地区城市的影响却是波动的。
表 7 报告了对样本按城市规模和是否属于城市群重新分组后，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关于城市规模的划分，本文将人口规模在 100 万以上的城市归类为大城市，将
人口规模在 100 万以下的城市归类为中小城市。中国城市群主要包括哈长、中原、长江中游、京津
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北部湾和成渝这八个城市群。本文进一步将全样本根据是否属于城市
群进行划分，将城市归类为属于城市群和非城市群两类。如表 7 所示，第( 1) 列至第( 4) 列是按城市
规模分组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 HSＲ × POST、HSＲ × POST1、HSＲ × POST2 和 HSＲ × POST3 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高铁开通对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正

向影响在未来 1 ～ 3 年内仍然显著。从经济性角度看，高铁开通当年和后三年促使大规模城市的经
济增长质量分别提高 0． 129、0． 003、0． 013 和 0． 027 个单位，高铁开通当年和后三年促使中小规模城
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分别提高 0． 211、0． 103、0． 087 和 0． 116 个单位。上述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
中小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要明显高于对大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
第( 5) 列至第( 8) 列为是否属于城市群的异质性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属于城市群，解

释变量 HSＲ × POST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在高铁开通后的 1 ～ 3 年，
城市群样本中 HSＲ × POST1、HSＲ × POST2 和 HSＲ × POST3 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但不显著，非城市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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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 HSＲ × POST1、HSＲ × POST2 和 HSＲ × POST3 的系数估计为正，且至少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
检验。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的 1 ～ 3 年中，其对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
著，对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高铁开通时间的
加长，城市可达性得以改善，促使城市集聚，当属于城市群的城市集聚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由于

过度集中，城市间的竞争加剧，反而限制了城市的发展［29 30］。而非城市群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
相对较低，在高铁开通后期，交通网络得以优化，非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吸引了劳动力

和资本等要素回流，加快了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31］。

表 7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组回归结果(二)

Panel A:按城市规模分组 Panel B:是否属于城市群
变量 大规模城市 中小规模城市 属于城市群 不属于城市群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HSＲ × POST 0． 128 8＊＊＊ 0． 211 4＊＊＊ 0． 203 3＊＊＊ 0． 326 6＊＊＊

( 2． 84) ( 3． 13) ( 3． 56) ( 4． 15)
HSＲ × POST1 0． 002 5＊＊＊ 0． 102 5＊＊ 0． 038 5 0． 155 8＊＊

( 3． 08) ( 2． 04) ( 1． 08) ( 2． 13)
HSＲ × POST2 0． 012 7＊＊＊ 0． 087 2* 0． 008 8 0． 165 6＊＊

( 3． 48) ( 1． 74) ( 0． 24) ( 2． 41)
HSＲ × POST3 0． 027 2＊＊ 0． 115 6＊＊ 0． 019 7 0． 172 2＊＊＊

( 4． 97) ( 2． 42) ( 0． 51) ( 2． 66)
CONTＲ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 653 1 653 2 022 2 022 1 467 1 467 2 208 2 208
adj_Ｒ2 0． 825 0． 823 0． 643 0． 636 0． 819 0． 819 0． 796 0． 792

注: ( )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包括
FDI、ＲOAD、AEG、GOV、POE、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五、机制检验
( 一) 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检验

高铁开通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而高端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投入。本文
以劳动力要素为切入点，选取劳动力流动水平( FLOW) 作为中介代理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考察高
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本文的中介效应模型将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
影响分解为: ( 1)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直接影响; ( 2) 高铁开通通过中介变量对城市经济
增长质量的间接影响。具体中介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FLOWit = β0 + β1HSＲi × POSTit + β2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2)
EGQit = γ0 + γ1HSＲi × POSTit + γ2FLOWit + γ3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3)

其中，FLOWit表示 i城市 t年份劳动力流动水平，其他变量均与基准回归方程保持一致。本文采
用地区就业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劳动力流动强度，该指标越大表示劳动力流动性越

强。关于中介效应检验，首先，本文运用方程( 1) 中的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考察未加入中介变量时，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总影响效应。其次，采用方程( 2) 中的模型进行回归，考察高铁开通
对城市劳动力流动水平( FLOW) 的影响。最后，基于方程( 3) 中的模型考察劳动力流动水平这一中
介变量对高铁开通与城市经济增长质量间关系的影响效应。本节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有 β1 和 γ2。
若式( 2) 中的系数 β1 显著为正，则说明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水平，若系数 β1 显著

为负，则说明高铁开通阻碍了城市之间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升。若式( 2) 中的系数 β1 与式( 3) 中的
系数 γ2 都显著为正，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此时，若式( 3 ) 中系数 γ1 不显著，说明这一中介变量具

有完全中介作用，若系数 γ1 显著，说明这一中介变量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此外，如果系数 β1 和 γ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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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可以通过 Sobel检验来判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Sobel系数显著，意味着劳动力
流动水平具有中介作用，否则中介效应不成立。

表 8 高铁开通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检验

变量
EGQ
( 1)

FLOW
( 2)

EGQ
( 3)

EGQ
( 4)

FLOW
( 5)

EGQ
( 6)

HSＲ × POST 0． 804 3＊＊＊ 0． 338 3＊＊＊ 0． 610 2＊＊＊ 0． 389 8＊＊＊ 0． 160 9＊＊＊ 0． 342 6＊＊＊

( 8． 83) ( 5． 51) ( 7． 88) ( 6． 94) ( 3． 30) ( 6． 50)
FLOW 0． 573 8 0． 293 7＊＊＊

( 10． 66) ( 8． 25)
CONTＲOLS No No No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5． 782 5＊＊＊ 3． 375 1＊＊＊ 13． 845 9＊＊＊ 13． 897 6＊＊＊ 2． 892 8＊＊＊ 13． 048 1＊＊＊

( 319． 24) ( 100． 27) ( 73． 03) ( 93． 23) ( 27． 06) ( 70． 44)
N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adj． Ｒ2 0． 374 0． 031 0． 374 0． 678 0． 196 0． 708

注: ( )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
水平，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包括 FDI、ＲOAD、AEG、GOV、
POE、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8 报告了高铁开通影响中国
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检验结果。
其中，第( 1 ) 列至第 ( 3 ) 列为未加入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 4 ) 列至第
( 6) 列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首先，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第( 2) 列
中 HSＲ × POST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
明高铁开通有利于城市劳动力流动

水平的提升。第 ( 3 ) 列中 HSＲ ×
POST 的系数显著为正，FLOW 的系
数不显著，表明高铁对城市经济增长

质量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但由于
尚未考虑城市经济发展的其他影响

因素，中介效应的估计可能存在较大

偏误。其次，在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后，第( 5) 列中 HSＲ × POST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铁开通促进
了城市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第( 6) 列中 HSＲ × POST 和 FLOW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劳动力流动是高铁促发展的一个中间变量。
经济性方面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总效应为 0． 390，高铁开通使城市的劳动

力流动增加了 0． 161个单位，劳动力流动促使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提升了 0． 294 个单位，中介效应大
小为 0． 047( 0． 161 ×0． 294) ，占比为 12． 05%。因此，劳动力流动对高铁开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水
平的提升有着正向的调节作用。高铁开通降低了企业劳动力的粘性，增加了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优
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促使劳动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更加协调地发展［32］。高铁开通带来的劳动力
流动和产业集聚进一步推动了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带动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 二) 拓展分析

1． 劳动力技能水平差异
考虑到高铁开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可能因劳动力技能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将劳动力

流动划分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和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分别将其作为中介变量，考察高铁开通影响城

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HIGH_FLOWit = a0 + a1HSＲi × POSTit + a2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4)
LOW_FLOWit = b0 + b1HSＲi × POSTit + b2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5)

EGQit = c0 + c1HSＲi × POSTit + c2HIGH_FLOWit + c3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6)
EGQit = d0 + d1HSＲi × POSTit + d2LOW_FLOWit + d3CONTＲOLSit + ui + λ t + εit ( 7)

其中，HIGH_FLOW表示高技能劳动力流动，LOW_FLOW 表示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其他变量的含
义与上文保持一致。本文将国民经济行业划分为技能密集型行业④和非技能密集型行业⑤，并使用
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员代表高技能劳动力，非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员代表低技能劳动力。
首先，对于以高技能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的方程( 4 ) 和方程( 6 ) 来说，若系数 a1 与系数 c2 都显
著为正，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其次，对于以低技能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的方程( 5) 和方程( 7)
来说，若系数 b1 与系数 d2 都显著为正，则说明中介效应存在。此外，本节同样使用 Sobel检验来进一
步检验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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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组回归结果(一)

变量
EGQ
( 1)

HIGH_FLOW
( 2)

EGQ
( 3)

EGQ
( 4)

LOW_FLOW
( 5)

EGQ
( 6)

HSＲ × POST 0． 389 8＊＊＊ 0． 442 7＊＊＊ 0． 025 7 0． 389 8＊＊＊ 0． 255 8＊＊＊ 0． 202 5＊＊＊

( 6． 94) ( 7． 02) ( 0． 80) ( 6． 94) ( 5． 17) ( 4． 58)
HIGH_FLOW 0． 822 6＊＊＊

( 25． 76)
LOW_FLOW 0． 732 4＊＊＊

( 18． 25)
CONTＲ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13． 897 6＊＊＊ 1． 083 1＊＊＊ 13． 006 7＊＊＊ 13． 897 6＊＊＊ 1． 789 1＊＊＊ 12． 587 3＊＊＊

( 93． 23) ( 8． 21) ( 128． 67) ( 93． 23) ( 15． 75) ( 84． 85)
N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adj． Ｒ2 0． 678 0． 525 0． 899 0． 678 0． 527 0． 819

注: ( )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
水平，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包括 FDI、ＲOAD、AEG、GOV、
POE、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表 9 第( 1) 列至第( 3 ) 列为以高
技能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的回

归结果，第 ( 4 ) 列至第 ( 6 ) 列为以低
技能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的回

归结果。首先，第 ( 1 ) 列和第 ( 2 ) 列
中 HSＲ × POST 的系数均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第 ( 3 ) 列中 HIGH _
FLOW的系数显著为正，HSＲ × POST
的系数不显著，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

动发挥了完全的中介效应。其次，第
( 4) 列和第 ( 5 ) 列中 HSＲ × POST 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第 ( 6 ) 列中 LOW_
FLOW 和 HSＲ × POST 的系数均为
正，且均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表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发挥了部

分中介效应。从经济性角度看，高铁开通使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提升了 0． 443 个单位，高技能劳动力
流动促使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增加了 0． 823 个单位，因此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为 0． 364
( 0． 443 × 0． 823) ，占比为 93． 33% ;高铁开通使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提升了 0． 256 个单位，低技能劳动
力流动促使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增加了 0． 732 个单位，因此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为 0． 187
( 0． 256 × 0． 732) ，占比为47． 95%。以上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要
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主要
是源自高技能劳动力流动，其次才是低技能劳动力流动。

表 10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分组回归结果(二)

变量
高流动
( 1)

高流动
( 2)

低流动
( 3)

低流动
( 4)

HSＲ × POST 0． 317 9＊＊＊ 0． 268 8＊＊＊

( 4． 31) ( 3． 63)
HSＲ × POST1 0． 106 4＊＊ 0． 089 6

( 2． 31) ( 1． 13)
HSＲ × POST2 0． 076 6 0． 171 6＊＊

( 1． 65) ( 2． 13)
HSＲ × POST3 0． 113 7＊＊ 0． 151 9＊＊

( 2． 43) ( 2． 01)
CONTＲOL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_cons 14． 253 3＊＊＊ 14． 273 3＊＊＊ 14． 242 1＊＊＊ 14． 242 8＊＊＊

( 82． 76) ( 80． 97) ( 71． 26) ( 70． 01)
N 3 675 3 675 3 675 3 675
adj． Ｒ2 0． 713 0． 702 0． 658 0． 650

注: ( )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
性水平，回归均聚类至城市层面，CONTＲOLS包括 FDI、ＲOAD、AEG、
GOV、POE、PGDP，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2． 劳动力流动水平不同
高铁开通对不同劳动力流动水平

的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可能存在差异

性影响，本文将大于劳动力流动水平

中位数的样本划分为高水平劳动力流

动城市，小于劳动力流动水平中位数

的样本划分为低水平劳动力流动城

市，进一步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

增长质量的影响。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
首先，表 10 第 ( 1 ) 列和第 ( 3 ) 列

中的结果显示，HSＲ × POST 的系数均
显著为正，这表明无论是在高水平劳

动力流动城市还是低水平劳动力流动

城市，高铁开通当年对当地经济增长

质量水平的提升均有着正向的促进效

应。其次，表 10 第( 2 ) 列中的结果显
示，高铁开通第一年对高水平劳动力流动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开通第二年这

种促进效应表现不显著，开通第三年再次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表 10 第( 4) 列中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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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显示，高铁开通第一年对低水平劳动力流动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开通第二年、第
三年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最后，经济性方面的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当年使高水平劳动力流
动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了 0． 318 个单位，使低水平劳动力流动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了
0． 269个单位。以上结果整体上说明高铁建设的不断完善带动了低水平劳动力流动城市的经济发展
活力，而高水平劳动力流动城市可能因为劳动流动趋于饱和，故其促进效应将不明显。
六、结论与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换挡期，更加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

的投资和建设对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高铁建设为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背景环境。本文选取 2003—2019 年中国 286 个地级及以上
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 DID) 估计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基于劳
动力流动视角研究高铁开通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如下:整体来说，高
铁开通能够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主要对东部和
中部地区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持续的正向影响，但这种持续影响对中部地区城市经济增
长质量提升表现出不断扩大的作用，对东部地区城市则表现出波动影响。从城市规模来看，高铁开
通对中小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要明显高于对大城市的影响。从城市群来看，高铁开通后的
1 ～3年中，其对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但对非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
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作为中介变量能促进高铁开通对城市
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且高技能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要大于低技能劳动力流动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劳动力流动视角的解释为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理提供了新的经验，

所得到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首先，加快推进高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高铁开通缩小了城
市间的可达性差距，可以更好地服务于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由于高铁的开通，城市间的市场可
达性差异大大减少。例如，从京沪高铁线路上的二线城市出发，可进入的市场规模与北京和上海并
无明显差异。因此，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可能从特大城市迁移到由高铁连接的
二线城市，在享受集聚经济的同时，避免特大城市的负外部性。第二，加强跨区域资源的均衡配置。
高铁的开通可能导致小城市的投资外流，因为经济活动可能更容易转移到有高铁的大城市。高铁线
路未经过的城市可能会遭受更多的不平等和不便利，使非高铁城市在吸引商业和外国投资方面处于

不利地位。对此，政府在规划高铁基础设施时应实施更公平的政策，并加强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和对
无高铁地区的财政支持，以平衡跨区域的资源配置。第三，根据城市类型和要素禀赋特点规划高铁
建设。不同类型城市由于其要素禀赋和区位条件的不同，高铁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情况也会
有较大差异。城市在进行高铁等基础设施规划时应根据自身情况和条件具体分析，制定适合自身发
展目标的建设政策，使得高铁引发的经济增长效益最大化。总之，要根据城市自身特点制定高铁建
设计划，加大高铁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均衡跨区域资源配置，使地方经济在良性循环中受益，

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注释:

①Hall［11］认为，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都市效应”。对于高铁沿线的所有城市
而言，核心城市( 一线城市) 的经济发展将抑制甚至削弱周边城市 ( 低线城市，也就是一线城市以外的城市) 的发

展。城市间高铁的开通似乎增加了“地域间的凝聚力”，促进了“地域的两极分化”。

②“隧道效应”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2］于 1973 年提出的概念。一般而言，基础设施投资能带动区域的发展，但
并不能带来区域经济的均等，所以很多基础设施投资会导致经济活动进一步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这就是

所谓的“隧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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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专门研究表明，位于高铁线上却没有高铁停靠的县城的县域经济，受到了高铁建设的负向冲
击。具体而言，与“对照组”相比，其 GDP总量和人均 GDP少增长了 3% ～5%，固定资产投资少增长了 14% ～15%。

④技能密集型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业，卫生和社会工
作行业。

⑤非技能密集型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
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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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ese cities? A labor mobility perspective

GAO Bo1，2，WANG Ziqi2

( 1． Yangtze Ｒiver Delta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in a critical window as it shifts from the high-speed growth to the high-quality stage of

development，and it is crucia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takes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It uses 286 cities in China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and above from 2003—2019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of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and the channel

for that effect．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s affects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wo primary channels: improving the spati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labor and reducing the cost of mobility for

labor． The empirical findings are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can promot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ese

cities，and this promotion effect is sustainable． Further，these rail openings have a continuous effect; there is an expanding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 cities but a fluctuating impact on eastern cities． In terms of city

characteristics，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has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of

small，medium-sized，and non-urban-cluster cities． The mechanism test proves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s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mainly through labor mobility，and the boosting effect provided by

high-skilled-labor mobility is greater than that introduced by low-skilled-labor mobility．

Key words: high-speed-railway opening; economic-growth quality; labor mobility;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DI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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